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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轉向人間化的特點 

 

鄭炳林 

蘭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 

        

星雲大師是佛光山寺的創始人，他最具有影響的是提倡人間佛教，在他的著作中多方面

對人間佛教的內容加以論述，這與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有很多相同之處，單從學術的觀點來

看，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也與之有很多相似之處。 

晚唐五代時期是中國佛教從興盛走向衰落的時期，這不僅表現在佛學由盛轉衰，而且佛

教事業也從南北朝以來到隋唐達到鼎盛的局面一去不復返，除了禪宗還維持其發展的勢頭之

外，其他宗派大部分都消失了。而在中國西北偏居一隅之地的敦煌，佛教在這裡表現出來的

卻是一派興盛景象。首先表現在敦煌居民修建寺院和建造石窟的風氣相當興盛，我們從敦煌

莫高窟留下來的石窟中，建造規模最大的石窟大多數是晚唐五代敦煌所造，雖然繪畫藝術不

算最高，但窟形卻是敦煌歷代造窟中最大的。 

其次，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確立了佛教獨尊的地位，佛教教團的最高領導是都教授，都教

授以下是副教授和都法律等僧官，歸義軍建立之後，雖然恢復儒學教育，但是吐蕃建立起來

的佛教獨尊的地位沒有發生變化，而且有更加昌盛的趨勢。佛教組織空前完備，歸義軍時期

建立起一套完備的佛教教團僧官制度，以都司中心的管理機構，都僧統是佛教教團的最高領

袖，以下有副僧統、都僧錄、都僧政、都法律、都法師等一批都級僧官，還有福田都判官等，

有專門的辦事機構都司，另外還有各種各樣的基層僧官，管理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所轄寺

院及諸司的事務。在這樣一種佛教教團的領導下，又受當時敦煌實際情況的影響，實行一種

既符合敦煌實際情況，又不違背佛教教理的佛教傳播方式，這就是我們經常對晚唐五代敦煌

佛教的看法。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是人間佛教，所謂人間佛教就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人間

化趨勢。以下我們從敦煌佛教的幾個方面來看敦煌佛教人間化的形成。 

一、積極參與歸義軍政權，收復敦煌河西及其歸唐活動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人間性首先表現在它的入世思想上，歸義軍時期佛教在敦煌表現出

來回光返照的興盛，與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積極參與歸義軍政權規模龐大的政治活動，

取得歸義軍政權的支援有著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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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五代歸義軍政權之建立得力於以吳洪辯為首的僧眾之幫助，在歸義軍建立初期的幾

次遣唐使節中，幾乎每次都有僧眾的參與，敦煌文書就記載了大中四年、大中五年唐悟真作

為洪辯派出的入唐使，與長安的高僧說詩論道，得到中原高僧的稱讚。歸義軍政權一建立就

著手於弘揚佛教事業，作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首領首先注意與歸義軍政權的關係，積極

參與歸義軍的各種政治活動，我們從唐悟真的生平事蹟中就證實了僧侶積極參與政界事務。

唐悟真是歸義軍時期敦煌一位文采出眾的名僧，大中四年已經出任敦煌佛教教團的都法師，

歷任都僧錄、副僧統、都僧統等僧官，是唐五代敦煌佛教界在政壇上最為活躍的人物，敦煌

文書中保留了許多他的作品，也是敦煌都級僧官中研究最多的人物，他的生平事蹟中最能表

現出來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與歸義軍政權之間的關係和佛教教團在歸義軍政權中地位與作

用。 

唐悟真的一生中主要的功績就是作為敦煌歸義軍的使節出使唐朝，在張議潮歸朝事件中

起了很大的作用。關於張議潮歸朝事件，敦煌文書有很多記載。P3770《敕河西節度使牒》記

載：「入京奏事，為國赤心，對策龍庭，申論展效，口流鳳閣，敕賜衣冠，為我股肱（題書

修表），更為耳目。又隨軍幕，修表題書。」[註 1]悟真因此而升任釋門義學都法師，這篇牒

寫於大中四年，說明在歸義軍建立初年，唐悟真就參與了張議朝的入朝事件，並在其中立下

了很大的功績。張議潮收復敦煌之後，管轄範圍僅有瓜、沙二州，張議潮的使節很難穿過吐

蕃管轄的瓜州以東地區，只有北走回鶻境，繞道天德軍，對於敦煌的僧人來說，似乎困難並

不大，因為作為交戰的雙方都信仰佛教，僧人往來是很正常的事情，加上唐悟真有其本身的

特殊才能，就是他懂吐蕃語，同時在吐蕃時就是敦煌及河西地區有名望的高僧，使得他能夠

順利來往於河西地區到唐朝。大中五年，唐朝建立歸義軍；大中二年授張議潮節慶使，很可

能就是唐悟真等人努力的結果。 

另外在 P3720《悟真文集》也有相應記載：「特蒙前河西節度使故太保隨軍驅使，長為

耳目，修表題書。」[註 2]記載唐悟真的入朝事蹟最詳細的是 P4660《都僧統唐悟真邈真讚并

序》：「讚元戎之開化，從轅門而佐時；軍功抑選，勇效驅馳。大中禦曆，端拱垂衣。入京

奏事，履踐丹墀。升階進策，獻列宏觀。忻歡萬乘，穎脫囊錐。絲綸頒下，所請無違。承九

天之雨露，蒙百譬之保綏。寵章服之好爵，賜符告之殊私。受恩三殿，中和對辭。丕哉休哉，

聲播四維。皇都碩德，詩咨諷孜。論八萬之法藏，破十六之橫非。旋駕河西，五郡標眉。宣

傳敕命，俗易風移。」[註 3]唐悟真一生中最大的貢獻是作為敦煌歸義軍政權和敦煌佛教教團

的代表多次入朝，根據 P5681《悟真詩一首》記載，直到咸通十年，唐悟真還為歸義軍的事

業奔波於長安與敦煌之間。[註 4]悟真是這樣，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其他名僧也是這樣，

像都僧政曹法鏡也曾「入京進論」。[註 5] 

張議潮入朝是歸義軍初期最大的一件事，張議潮歸朝是敦煌自西元七八六年敦煌脫離中

央政權被吐蕃佔領之後，相隔六十餘年後再次回歸中央管轄，在唐朝的歷史上有著巨大的影

響，作為張議潮幕僚的敦煌高僧唐悟真為這一事實的實現積極活動，多次奔波於敦煌與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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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終於促成了張議潮歸朝和唐中央建立歸義軍政權，並授張議潮歸義軍節度使，從此之

後，敦煌歸義軍與中原政權建立了隸屬關係，二百多年時間裡基本都保持了這一隸屬關係。

在歸義軍政權的建立和歸唐事件的整個過程中，敦煌佛教教團起了很大的作用，贏得中央政

權和歸義軍政權的重視，唐朝授吳洪辯河西都僧統及唐悟真都法師就充分說明了這一點。從

此以後每次入朝的敦煌歸義軍使團成員中包括了大量的僧侶。後唐時，梁幸德率領的使團約

有八十餘人，其中僧人占了很大的部分。[註 6]在敦煌文書中，敦煌僧人入朝記載累見不鮮，

這是從事敦煌研究共認的事實。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參與了歸義軍政權的重大政治活動，並在其中起了很大的作用。

西元九一一年，張承奉與回鶻的戰爭中兵敗，與甘州回鶻相約為父子之國，在金山國寫給回

鶻可汗的狀中就有僧侶參與其中：「城隍耆壽百姓再三商量，可汗是父，天子是子。和斷若

定，此既差大宰相、僧中大德、敦煌貴族耆壽、齎持國信、設盟文狀，便到甘州。」[註 7]可

能是回鶻天可汗敬信神佛的緣故。S4276《管內三軍百姓奏請表》上表的有左都押衙安懷恩及

州縣僧俗官吏等一萬人。[註 8]從敦煌文書記載到僧人參政情況，可以看出佛教教團對歸義軍

政權的影響和在各種政治時間中起的作用。 

敦煌的僧侶來往中原與敦煌之間，他們的活動內容有從事宗教活動的乞經及其遊歷學習

等內容，也有從事商業貿易活動的目的。敦煌文書中保存了很多乞經狀，這些乞經狀是敦煌

佛教教團向中原、長安的高僧或佛教教團乞請佛經。從這些保存下來的乞經狀中，我們可以

看出敦煌佛教教團向中原地區的乞經活動是經常性的，而且每次乞經的數目都很大，關於晚

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向中央乞經的情況，方廣錩先生已經有了比較詳細的研究。[註 9]所以晚

唐五代敦煌雖然偏居西陲，但是敦煌地區的佛教卻與中原地區一脈相承，敦煌地區使用的大

量佛經就是從中原地區傳過來的，因此敦煌地區的佛教深受中原佛教的影響。 

晚唐五代敦煌寺院的僧尼不住寺院，大部分居住在個人的精舍內，他們定期到寺院中做

功課或參加寺院組織的法事活動，從中分得一些所謂的齋嚫，有糧食和布匹等，但是單靠這

些收入很難維持日常生活，所以就得有土地和財產，同時僧人自己本身也從事一些事業，以

維持日常生活。我們經常從敦煌文書看到敦煌的僧人為了出使而大量借貸的記載，借貸的東

西有絲綢等，雇傭有駝馬等。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敦煌歸義軍時期，佛教教團擁有事業是經常

的事情。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為了張議潮歸唐朝及加強敦煌與唐朝中央的聯繫，積極歸義軍政

權的一切政治事件，促成中原政權對歸義軍政權的承認與支援，同時也使敦煌的歸義軍政權

始終附屬中央政權並保持著隸屬關係。應當說歸義軍政權的建立在很大程度上得力於佛教教

團的支援。在歸義軍對外關係活動中，始終都能看到佛教教團參與其中並產生一定的影響。

這也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始終得到歸義軍政權的支援，處於獨尊地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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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相容並蓄特性的形成 

在敦煌文獻中，我們發現一種值得深思但又得不到解釋的現象，即敦煌文書中保存有很

多道教文獻，及部分景教文獻和摩尼教文獻，還有很多關於祅教祭祀方面的記載，這是什麼

原因？我們從目前的研究中得知，敦煌文獻實際上是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的藏經，約在西元

九百年前後，回鶻侵略敦煌，三界寺被焚，經藏全部被燒掉，張道真出任三界寺觀音院主時，

為了恢復三界寺的經藏，大量收集敦煌的古壞經文，加以拼接修補，[註 10]所以敦煌文書的來

源非常複雜，非佛經部分中的籍帳類文書和公私契約、官方文書是作為修補佛經用的，所以

這些文書是敦煌文書的副產品。而作為四部書一類的敦煌文書，可能是作為三界寺寺學的教

材而被保留在寺院中，比如作為初級教學的蒙學教材，以及培養學生知識的類書等。道教文

獻顯然不是屬於這一類中的，敦煌道教文獻是敦煌文獻書寫最好的文獻，無論從用紙還是從

抄寫上都是第一流的，我們從敦煌文書中從來沒有看到用敦煌道教文獻來修補佛教文獻的現

象，所以道教文獻是佛教寺院三界寺有意收藏的。 

道教是中國的本土宗教，從佛教傳入中國後，首先與道教發生了衝突，出現了佛道之爭，

到了唐代，這種佛道之爭仍然持續著。唐代姓李，奉老子為始祖，所以尊重道教以壓制佛教，

武則天取得政權後，尊重佛教以壓制道教，武周以後，又恢復到原來的情況。儘管這樣，由

於唐代有很多皇帝信仰佛教，佛教仍然發展很快，像唐宣宗就非常信仰佛教。 

在敦煌唐代前期有很多道教祠觀存在，有靈圖觀、神泉觀、沖虛觀、開元觀、龍興觀、

紫極宮、玉女娘子觀等，[註 11]除了玉女娘子觀外，其他六個道觀在晚唐五代時期都已經廢除

了，敦煌文獻上再也沒有記載，而這些道觀所用的道經卻在晚唐五代敦煌的佛寺中保存了下

來，特別是對佛教有詆毀內容的《老子化胡經》等，同樣被三界寺保存下來。這一方面說明

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與道教之爭基本取消，道教與佛教能夠相居並存，可以相互容納對方；

另一方面由於吐蕃時期敦煌道教祠觀都被取消，直到歸義軍時期敦煌的道教祠觀除了玉女娘

子觀外其他祠觀都沒有恢復，從吐蕃到歸義軍佛教獨尊的地位一直沒有改變。在這種情況下，

佛教徒代表敦煌宗教界出使唐朝，而唐朝又是一個非常信奉道教的朝代，所以不容納道教是

不行的；其次道教在晚唐五代的敦煌，失去了原來輝煌的時期，這並不是歸義軍政權對道教

採取了限制措施，而是道教失去了信仰的群眾基礎。從敦煌文獻中反映的情況是晚唐五代敦

煌的民眾普遍信仰佛教，很少見到信奉道教的記載，說明道教已經失去了信仰的基本群眾，

所以這些廢棄不用的道經保存於寺院中，既可以作為與唐朝中央來往的條件，也可以藉此保

存道教的遺產。 

道教是中國的原始宗教，道教中保存了漢民族經常使用的內容，雖然道教在敦煌失去了

信仰的群眾基礎，但是道教中保存的民俗文化部分內容仍然使用，佛教要徹底代替道教，就

先要接受道教的這一套東西，以適應敦煌民間百姓生活的實際需要。我們從事佛教研究的學

者都有一個固定的看法，即佛教一般不信仰相面、解夢、看陰陽宅、占卜等，也不從事這方



《普門學報》第 1 期 / 2001 年 1 月                                               第 5 頁，共 16 頁 

論文 /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轉向人間化的特點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面的活動，但是佛教進入中國後為了方便教化，在中國出現的許多高僧都有超人的相面、解

夢和占卜技能，這在《高僧傳》中都有很多記載，這是佛教中國化最明顯的標誌。 

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發展的情況什麼樣？由敦煌文書的記載看，從吐蕃統治敦煌時期

起，敦煌的佛教信徒修建佛教寺院用的都是道家的那一套，占卜宅地以看吉凶，這種把道教

的一套做法用到佛教寺院的修建上，[註 12]顯然是佛教對道教的吸收與融和。同時我們從敦煌

文書的內容中得知，占卜類文獻占了很大的量，而且保存十分完好，不但有吐蕃佔領敦煌以

前的寫本，更多的是吐蕃佔領敦煌之後的寫本，特別是抄寫於歸義軍時期的敦煌占卜文獻寫

本，內容已經融彙了很多佛教的內容，比如敦煌寫本解夢書中記載凡是夢見僧尼、寺觀都是

好的預兆等等，[註 13]通過這些為敦煌一般百姓樂於接受的占卜活動，既宣傳了佛教，同時爭

取了一般百姓的信仰基礎，還體現出佛教對道教的包容，這樣的結果使原來的道教信徒可以

完全改信佛教，同時又不違背其原有的意願。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在中國整個大環境佛教衰落的情況下，居然能在偏居一隅的敦煌，再

次使佛教復甦並興盛起來，同它相容並蓄的做法有著密切的關係，佛教的傳播離不開信仰的

民眾，民眾的原有文化基礎與新的東西是否牴觸是關鍵，佛教從吐蕃統治敦煌時期起就取得

了獨尊的地位，但是要想佛教徹底深入民心，就要適應敦煌居民原有的風俗習慣和文化基礎。

因此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接受道教經典和道教信徒使用的占卜書並加以使用，這雖然與佛教教

理有所差異，但是與敦煌當時實際情況卻十分相適應。而且這一情況已經在敦煌佛教活動中

使用道教占卜文獻。 

在敦煌石窟壁畫中有一類畫是專門畫供養人的，晚唐五代敦煌莫高窟所畫的供養人個性

特點不突出，大部分是千人一面；作為邈真像的文字部分邈真讚，所記述的人物特點基本上

也是一樣的。這種現象如何解釋，從事敦煌壁畫研究的人沒有作過多的研究，從事文獻研究

的學者也很少注意這個問題，亦是人云亦云，不作探求。這個問題的解釋只有從敦煌相面文

書中去找答案。 

根據敦煌相面書的記載，好的面相要求的特徵是一樣的，如果將這些好的面相集中在一

起，那麼根據這些要求來發覺一個人的面相特點，畫出來的人物外部特徵必然是千人一面。

這樣做既滿足了施主的個人審美和心理要求，又方便了畫工的繪畫，如果不是這樣的話，供

養人畫起來是非常困難的，畫得越像很可能越使施主不滿意。有了這樣一個統一的接受心理

和要求，畫工只要按稿去畫，似是而非就行了。 

把道教的東西部分引入佛教傳播活動中，既方便了佛教的傳播，又與晚唐五代敦煌民俗

文化相適應。佛教與道教融合的現象不僅表現在敦煌佛教文獻中保存有道教經典，而且更重

要的是敦煌佛教高僧兼具道教知識，精通道教經典。P4660《敦煌都教授李教授闍梨寫真讚》

記載李教授「位元高十德，解盡九流」。[註 14]九流當指包括道教在內的各個學術流派。同卷

《河西管內都僧統邈真讚并序》記載翟法榮「三教通而禮樂全」，「學貫九流，聲騰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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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老洞頤，靈辯恆沙」。[註 15]三教指佛、儒、道，九流指陰陽在內的中國各個學術流派，

莊老不僅指莊子和老子的各種著作，而且更多指的是道教經典。翟法榮作為敦煌佛教教團最

高領袖的都僧統具有這樣淵博的道教知識和對道經這樣精通，說明敦煌文書中保存道經決不

僅僅是無意的保存，而是佛教與道教已經完全融合在一起，佛教包容了道教的全部內容。 

P3720《河西都僧統陰海晏墓誌銘并序》記載陰海晏「證三教而窮通，修四禪而凝寂……

故得千千釋眾，乞難禪庭；萬萬白衣，雲臻就業。」[註 16]由此得知陰海晏也是儒釋道三教兼

通。P2991《張靈俊和尚寫真讚并序》記載張靈俊「證三教而精通，修四禪而凝空。」「杏壇

流訓，梵漢流傳。」[註 17]P3541《張善才和尚邈真讚并序》記載張善才「三教俱明」。[註 18]P3718
《馬靈佺和尚邈真讚并序》記載馬靈佺「三教兼宣」。[註 19]從敦煌文書高僧邈真讚記載的內

容看，高僧兼通釋、道、儒是當時僧人的基本情況。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相容並蓄特點的形成是與歸義軍時期的歷史環境有很密切的因果關

係。歸義軍政權是一個以漢族為主體聯合粟特、吐谷渾等其他少數民族建立起來的區域政權，

長期處於四面六蕃圍的局面。由於敦煌居民成分相當複雜，所以敦煌居民的宗教信仰也很複

雜，東來西往的民族把各自信仰的宗教都帶到敦煌，雖然歸義軍時期佛教獨尊，但其他宗教

如景教、摩尼教、祅教等也在敦煌得以自由發展，相得益彰。在當時的敦煌出現了雙重信仰

的現象或者多種宗教信仰的習慣。粟特人是從事商業貿易的民族，主要信仰祅教，唐敦煌縣

有從化鄉，主要是用來安置前來敦煌的粟特居民，在粟特人居住區建有祅教寺院，歸義軍時

期隨著粟特人勢力加大，祭祀祅教神靈的賽祅活動已經完全成了官府行為，足見祅教勢力之

大，從敦煌文獻記載到敦煌粟特人有很多人信仰佛教，他們修建寺院，開鑿石窟，延僧寫經，

並出任歸義軍時期佛教教團的各級僧官，粟特人既信仰佛教，又保留其原始祅教信仰，晚唐

五代敦煌佛教允許栗特人雙重宗教信仰，也是佛教人間化的最明顯特徵。 

三、寺院辦學傳授文化知識和佛學知識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人間化傾向還表現在它傳播知識的渠道和方式上。我們從敦煌文獻

的記載中得知，唐代敦煌的官學有州學、州醫學和縣學，以教授生徒，所教授的學生很有限，

只有四十名左右。吐蕃佔領敦煌後，官學被取消，正常的學校教育制度被破壞，學校從官學

向私學轉變，從官府向民間轉變，除了民間辦學之外，寺院辦學非常興盛，這是敦煌學校教

育制度的一種新現象，幾乎每個寺院都辦有寺學，到歸義軍政權建立後，官學雖然部分得到

了恢復，但是歸義軍時期，寺學基本上繼承了吐蕃佔領敦煌時期的情況，寺學教育非常興盛，

教學內容豐富多彩。關於寺學創辦的情況，李正宇先生已經有詳細的考證，這裡我們就不一

一進行考究，我們的目的是看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創辦的寺學學生都學習些什麼樣的課程

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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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敦煌寫經題記得知，晚唐五代敦煌寺學教學的內容首先是儒家經典，從敦煌文書的記

載看有《論語》：P3433《論語集解》卷第八「手（辛）未年十月十六日張堅堅寫畢功了。手

惡筆多錯厥（闕），明師見者即與蓋（改）卻。」[註 20]這位張堅堅很可能是寺學的學生。羅

振玉舊藏《論語卷第二》題記記載「大中五年五月一日學生陰惠達受持讀誦記」。[註 21]直到

貞明九年還在被某個學生使用。P2604《論語卷第一》題記「大中七年正月十八日伯明書記」

[註 22]伯明很可能也是一位寺學學生。P2716《論語卷第七》題記「大中九年三月廿二日學生

令狐再晟寫記，海源押。咸通五年四月十二，童子令狐文進書記。」[註 23]表明到咸通五年時，

令狐再晟抄寫的《論語》還被令狐文進所使用。另外 P3441《論語集解卷六》有大中七年十

一月廿六日學生判官高英建抄寫題記，P3972《論語集解卷第二》有壬寅年歲次十一月廿九日

學事高奴子寫記。《毛詩》也是當時寺學學生必學科目，P2570《毛詩故訓傳卷九》有寅年淨

土寺學生趙令全讀記，寅年當時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寫本，說明吐蕃時期寺學學生仍然以學習

儒家經典為主。 

吐蕃佔領敦煌之後，敦煌有相當一部分文人學士不願意為吐蕃統治者服務，紛紛出家為

僧，因此在他們舉辦的寺學仍然教授儒家經典，漢文化在吐蕃統治下得以保存下來，《張淮

深變文》記載甘涼瓜肅「居人與蕃醜齊肩，……獨有沙州一郡，風華人物，一同內地」，

[註 24]就是當時的實際情況。《孝經》也是寺學學生學習的主要科目，P3369《孝經一卷》題

記記載「索康八、畫養、索像像、馮像有、索明明、索文讚、索奴奴、索養力、氾缽單、氾

陰屯、氾缽缽、張骨，乾符三年十月二十一日學生索什德書卷、書記之也。……咸通十五年

五月八日沙州學郎索什德。」[註 25]索康八等人就是敦煌寺學的學生。 

S707《孝經一卷》題記記載有「三界寺學郎元深……同光三年乙酉歲十一月八日三界寺

學仕郎曹元深寫記。」背題有「同光三年乙酉歲十月八日，同光三年乙郎君曹元深書卷。」

[註 26]曹元深是曹議金之子，曹議金死後繼任歸義軍節度使，歸義軍政權與敦煌佛教教團的關

係之密切可見一斑。（語－468）S728《孝經一卷》題記記載「丙申年五月四日靈圖沙彌德榮

寫過。後輩弟子梁子松。庚子年二月十五日靈圖寺學郎李再昌已。梁子松。」[註 27]我們從敦

煌文獻寫經題記的記載中得知，儘管寺學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創辦的學校，但是教授唐

代官學規定講授的儒家經典是寺學教授的主要內容，敦煌文書保存了這樣多的書寫又非常精

要的儒家經典當與寺學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很可能是敦煌寺學保留下來的學習用品。由此我

們可以看出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與儒學的融和並蓄，共同發展。 

除了儒家經典之外，寺學學生還學習詩歌、賦及以及類書等。歸義軍政權建立者張議潮

就是吐蕃時期寺學培養出來的學生，P3620《無名歌》末尾題記有：「未年三月廿五日學生張

議潮寫。」[註 28]這首《無名歌》是張議潮抄寫學習過的，內容敘述了唐代後期社會動盪造成

的巨大影響，說明晚唐五代敦煌寺院寺學學生的學習內容中有詩歌一項，同時也表明敦煌的

寺學並不因為是寺院就以教授佛經為主而遠離社會，以出世態度來對待一切，而是教授學生

積極瞭解社會，準備投身社會。因此晚唐敦煌佛教人間化的一大特點就是對佛教徒培養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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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觀，對寺學學生教育他們積極入世，報效社會。由於張議潮經歷寺學的如此教育，才能在

歸義軍建立及歸朝事件中走比較正確的路，成為中國歷史上一位人物。可以說張議潮的成功

與寺學教育有很大的關係。 

歸義軍政權建立後，官學雖然得到了恢復，但是寺院教育久盛不衰，應當說與歸義軍政

權的支援有著密切的關係，更重要的是寺學教育的宗旨與歸義軍官學及其官府的要求是一致

的。當時敦煌寺學教授的內容還不止這些，有《燕子賦》、張球的《貳師泉賦》、《敦煌古

跡廿詠》、韋莊的《秦婦吟》、類書《事森》和《勵忠節抄》、俗詩《王梵志詩》等。P3666
《燕子賦一卷》末尾題記有咸通八年□家學生抄寫題記；P2712《貳師泉賦》末尾有貞明六年

庚辰歲二月十九日龍興寺學郎張安八書記。P3870《敦煌廿詠》題記記載「咸通十二年十一月

廿日學生劉文端寫記，讀書索文子。」[註 29]是劉文端與索文子共同抄寫使用的讀本。P3381
《秦婦吟一卷》末尾有天複伍年乙丑歲十二月十五日敦煌郡金光明寺學仕張龜寫，S692《秦

婦吟一卷》末尾有貞明伍年己卯歲四月十一日敦煌郡金光明寺學仕郎安友盛寫記，P3910《秦

婦吟》末尾有癸未年二月六日淨土寺沙彌趙員住右手造題記，[註 30]說明《秦婦吟》是敦煌寺

學學生經常學習的課本。S5441《大漢三年季布罵陣詞》記載有太平興國三年四月十四日學郎

陰奴兒題記。P2489《李陵與蘇武書》題記記載「天成三年戊子歲正月七日學郎李幸思書記。」

S173《李陵蘇武往還書》有乙亥年六月八日三界寺學士郎張英俊書記之也。P2821《事森》題

記記載「戊子年四月十日學郎員義寫書故記。」S778《王梵志詩》記載有壬戌年十一月大雲

寺學士郎鄧慶長題記。由這些寫經題記記載看出晚唐五代敦煌寺學教學內容之豐富，所教授

知識面之廣。值得一提的是敦煌寺學教授《勵忠節抄》，這部類書專門教授人以忠節為主要

內容，敦煌寫本類書中他的抄本最多，很可能歸義軍時期以《勵忠節抄》為政治教學讀本，

通過忠節思想將敦煌的民眾團結在歸義軍政權的領導之下，歸義軍政權之所以能在那種惡劣

的外部環境下還能生存下來，在很大程度上得力於晚唐五代敦煌學校教育的成功，寺學教導

忠節思想是教學成功的關鍵所在。 

蒙學作品是歸義軍時期敦煌寺學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S614《兔園冊卷一》有巳年四月

六日學生索廣翼抄寫題記；S705《開蒙要訓一卷》有大中五年辛未三月廿三日學生宋文獻誦、

安文德抄寫題記；P2578《開蒙要訓》有天成四年九月十八日敦煌郡學仕郎張□□抄寫題記；

S5463《開蒙要訓一卷》有顯德五年大雲寺學郎題記，S479《太公家教一卷》有乾符六年正月

廿八日學生呂康三讀誦記；P3189《開蒙要訓一卷》有三界寺學士郎張彥宗寫記；P3764《太

公家教一卷》有天複九年己巳歲十一月八日學士郎ㄙ乙午時寫記。北位字六十八號《百行章

一卷》題記記載：「庚辰年正月廿一日淨土寺學使郎王海潤書寫，鄧保住、薛安俊劄。庚辰

年正月廿一日學使郎鄧保住寫記述之也，薛安俊劄用。」[註 31]由此得知這是王海潤等三人所

用課本。P2806《百行章一卷》記載有「維大梁貞明玖年癸未歲四月廿四日淨土寺學士郎清河

陰義進書記之。貳曹郎、閻郎、段郎、陰郎子、郎君□□。」[註 32]從敦煌文書記載的內容來

看，敦煌寺學的蒙學教學內容與中原地區的教學內容基本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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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培養學生的適應能力，將來為社會所用，還學習一些應用性文體，如書儀等。S2200
《書儀》有大中十年九月十一日未時學郎陰須榮書寫題記；P3886《吊文、祭文等書儀》有顯

德七年歲次庚申七月一日大雲寺學郎鄧清子自手記。表明敦煌寫本中的書儀有很多是寺學學

生所用的課本，從這一觀點也可以解釋敦煌寫本書儀有很多內容相同的重複寫卷原因。敦煌

文獻中保存的應用文體數量很大，有使用於佛事活動中的發願文和應用寫作文體書儀等，囊

括了敦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前者是佛教教團在作道場時使用的應用文體，即出世活動中

使用的應用文體；後者是公私社會生活中所用的文體，即入世時使用的應用文體。所以從培

養學生的角度來看，晚唐五代敦煌寺學培養的學生主導思想是以培養入世的應用性人才為其

宗旨。 

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敦煌使用占卜的事例有很多記載，陰陽占卜既是中國文化的一部

分，長久以來深入民心，並大量使用，同時也是道教的內容之一，表明道教在晚唐五代時期

在敦煌仍然有一定的人口。或許正因為如此，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陰陽占卜之類的東西也是

寺學學生學習的主要內容。P3322《卜筮書》題記有「己卯年，庚辰年正月十七日學生張大慶

書記之。」[註 33]張大慶後來升任歸義軍隨軍參謀，撰寫了《沙州伊州地志》等，是敦煌著名

的史地學家，也是晚唐敦煌著名的陰陽學家，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敦煌地方學者，也是從敦煌

寺學中培養出來的。 

另外寺學學生還學習佛教經典，敦煌寫本佛經中，很多經文有寺學學生的題記，這些題

記都充分說明晚唐五代敦煌寺學學生以教授佛經為其教學內容。北圖岡字八十四號《觀世音

經》題記記載：「辛丑年七月廿八日學生童子唐文英為妹久患寫畢功記」，如果這一篇還不

能說明問題的話，寺學學生學習佛教經典還可以從 S5835《大乘稻芊經釋》題記記載中得到

證實：「清信佛弟子張議潮書」。這很可能是張議潮在上寺學時抄寫的佛經，說明在吐蕃統

治敦煌時期寺學學生學習的內容包括佛經等。北菜字十九號《妙法蓮華經普門品》題記記載

「己巳年三月十六日懸泉學士郎武保會、判官武保瑞自手記。」[註 34] 

除了佛經之外，還學習一些與佛經有關的文學作品。S2614《大目犍連變文一卷》記載有

「貞明柒年辛巳歲四月十六日淨土寺學郎薛安俊寫，張保達文書。」[註 35]P2054《十二時普

勸四眾依教修行(智嚴作)》題記記載「同光貳年甲申歲……學子薛安俊書。信心弟子李吉順

持念誦，勸善。」[註 36]住田智兒藏《金剛經讚》題記有「丁卯年三月十一日三界寺學士郎樊

佛奴請金剛讚記。」[註 37]其它如：北圖盈字七十八號《大目犍變文一卷》題記記載有「太平

興國二年歲在丁丑潤六月五日顯德寺學仕郎楊願受一人思微，發願作福，寫盡此目連變一卷，

後同釋迦牟尼佛壹會彌勒佛為定，後有眾生同發信心寫盡目連變者，同池(持)願力，莫墮三

途。」[註 38]S5977《懺悔文》有子年六月九日靈圖寺學郎張富題記。敦煌寫經中有學仕郎的

寫經題記的並不多，從僅存的這幾件寫經題記得知：寺學學生是以教授佛經為寺學教學內容

之一。當然佛教教學並不完全是佛經學習，更多的是與佛教內容有關的佛教作品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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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對寺學教學內容進行探討的同時，應當注意到寺學學生之外還有很多出家了的僧

尼，他們的教學雖然不在我們的研究的範圍之內，但是從整個寺院的教育體制來說，也是晚

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教育的重要方面。為了說明這個內容，我們首先從敦煌的知識結構來探

討。 

P4660 張球撰寫於咸通五年的《凝公邈真讚》說他「內苞三藏，外學九章」，[註 39]三藏

指佛教的經律論，九章泛指儒家經典，表明晚唐五代敦煌的僧侶既教授佛教經典，同時更多

的是教授儒家經典。S2113《唐沙州龍興寺上座馬德勝和尚宕泉創修功德記》記載馬德勝和尚

「精閑六禮，明達藏經。」[註 40]六禮指儒家經典。P3556《賈僧正清和尚邈影讚并序》記載

賈僧正「早趨槐市，三冬學富於丘墳；夙趣杏壇，七步詩成於典素。」[註 41]可見賈僧正的漢

學造詣非常高，這可能與他早年寺學教學有很大的關係。S390《氾嗣宗和尚邈真讚并序》記

載氾嗣宗「窮儒宗挽，八索九丘；究學海盡，三墳五典。揮毫指硯，詞峰透出於錐□；綴賦

題篇，豈異龍門之激浪。」[註 42]半路出家的副僧統和尚，根據 P2481《副僧統和尚邈真讚并

序》記載「早歲而尋師槐市，周攬（覽）於八索九丘；幼年而就業杏壇，遍曉於三墳五典。

羲芝（之）筆勢，手下而鸞鵲爭飛；蔡邕雄文，口際而珠花竟吐。」[註 43]這些是他出家之前

所受的教育，很可能是從寺學學習的，所謂「幼尋槐市，百部精窮」就是指這些學習內容。

P3792《張和尚生前寫真讚並序》記載張和尚出家前所受的教育是儒家的那一套「石渠習業，

備曉於三墳五典；壁水談詩，才成而七步。」[註 44] 

我們從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中的這些高僧的知識造詣來看，高僧幼年所受的教育全是

儒家的主要經典，出家之後開始接受佛學教育，凡是敦煌出名的高僧基本上都具備有儒釋道

三方面的知識，特別是儒家經學教育。由此得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寺學教育基本上是

唐代學校規定的儒學教育內容，間接進行一些佛教內容教學，而在非寺學的僧尼教育以佛學

教育為主，兼學一些儒家經典和其他一些應用性知識。我們從中得出這樣一點結論，晚唐五

代敦煌寺院教育教學有僧俗二重教學，針對不同的教育對象採取了完全不同的教學內容和教

學方法。 

四、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所做的各種道場及講經活動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傳播佛教的渠道，主要通過舉行各種各樣的法會和講經活動，在

敦煌文書中保留了很多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敦煌佛教教團從事各種為傳播佛教活動的應用

文體，從這些應用文的研究中，我們得知敦煌佛教教團為了使佛教的傳播活動更能深入民心，

使一般百姓增加對佛教的瞭解和信仰，採取了許多普通百姓喜聞樂見的形式傳播佛教知識。

我們從敦煌文書的記載中瞭解到這些傳播佛教知識的方式主要有佛教節日法定的佛事活動和

一般臨時性的佛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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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的佛教節日，敦煌文書記載有正月十五日燃燈節、二月八日佛逾城出家、二月十五

日佛雙林入滅、四月八日佛誕節、七月十五日盂蘭盆節、十二月八日浴佛節等，實際上晚唐

敦煌講經活動的節日除了以上與佛教有關的節日外，還有一些與佛教無關的節日，如元旦、

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冬至、歲除日等，在這些節日也舉行佛事活動，表明晚

唐五代敦煌佛教已經完全同中國民俗相結合，利用敦煌民間節日傳播佛教內容。 

佛教法會的功用最主要是度死救生，所以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的一般佛事活動還有為

人做道場，一類是為拯救病危中人，使其懺除以前的罪業而舉行的佛事活動，給人以戰勝疾

病的信心和勇氣。這裡我們應當交代一下敦煌地區醫學發展的歷史，根據敦煌文獻的記載，

唐代敦煌縣有州醫學，吐蕃佔領敦煌之後，州醫學被取消，敦煌的醫學事業同敦煌其他文化

事業一樣，都隨著寺學的興起，從官府轉入寺院，所以到歸義軍建立時期，敦煌醫學雖然得

到了恢復，但是寺院醫學事業非常興盛，在這個時期，敦煌出現了一批著名的僧醫，有藥王

索崇恩、醫王翟法榮及索法律、索智嶽等，我們從這些僧人的社會生平得知，他們是寺院或

者是寺學教育出來的僧侶。佛教教團一方面利用僧醫為病人治療疾病，開辦藥店，行醫濟世；

另一方面從精神上鼓勵病人增強信心，戰勝疾病，這就是今天所說的心理療法。佛教的因果

業報的道理，讓人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得以排遣苦難，特別是在疾病纏身時候，會在病人心

理上產生一種無形的不堪重負的壓力，這種壓力若不解除，就會把一個人置於死地，所以敦

煌佛教教團為患病中的人所做的法會，乞求免除災障，早日康復，所起的撫慰作用是很大的。 

第二類是為免除自然災害和兵災，或者在對敵戰爭中提高士氣，增強克服困境的信心。

我們從敦煌文書的記載中得知，敦煌的自然災害有蟲災、旱災、水災、冰雹、霜凍、風災、

瘟疫等，這些自然災害對敦煌民眾影響很大，佛事活動提高人們戰勝自然災害的信心，鼓舞

人們在自然災害的面前永不怯退的心理往往有不可估量的作用，無常的自然災害對敦煌人的

影響是非常大的，如果人在自然災害面前喪失了自信心，就無法在自然災害強大的壓力下求

得生存。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為了提高敦煌民眾積極樂觀的心理作了一系列的佛事活動，祈禱

這些自然災害不要侵犯敦煌境域，為敦煌民眾造就一個稼穡豐收、蝗蟲避境、病疫不起、氣

候溫和的美麗幸福的生活環境，就是在災害發生後也乞求早日災瘴消除，單從心理上即可產

生抗災減災作用。 

戰爭對歸義軍時期的敦煌民眾來說應當是常見的事，歸義軍對周邊民族進行的戰爭或者

為防禦周邊民族的進攻而進行的戰爭也很多，即使與之進行的商業貿易活動，也經常遭受劫

殺掠奪。所以歸義軍政權或者吐蕃時期敦煌瓜州節度使，當他們要出軍作戰，征討敵軍時，

都要進行法事活動，都要延僧請佛，敷設道場，乞請佛的保佑，使征伐作戰中一切順利，士

馬無傷，使「東西戎黨，俱懷獻款之誠；南北蠻夷，共賀來降之望。」因此在晚唐五代敦煌

歸義軍時期，凡是遇到行軍打仗都要延僧請佛做道場，從心理上給軍隊士兵以平安的信心，

並鼓舞士氣。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教團在這種佛事活動時，儘量抹去戰爭殘酷的一面，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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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祈禱出征戰士一切順利，士馬平安，歸向佛的福遂願生，果無不克。所謂「北虜興師，頻

犯邊境，抄掠人畜，暴耗田苗，使人色不安，風飆數舉，」「由是大舉軍師，併除凶醜，雖

兵強士勇，然福乃禍師，是以遠仗流沙，積祈轉念。今者能事遐列，勝福斯圓。總用莊嚴，

行軍將相即體，願使諸佛護念，使無傷損之憂；八部潛加，願起降和之意。然後人馬咸吉，

土卒保康。各守邊陲，永除征戰。」「故使虔虔一志，諷誦《金剛》；濟濟僧尼，宣揚《般

若》。……使兩陣齊威，北戎伏款。……行軍將相，伏願才智日新，福同山積；壽命遐遠，

鎮坐臺階。諸將士等三寶撫護，萬善莊嚴。」[註 45]從這些記載可以得知行軍時做法會的目的

了。 

第三類是在喜慶活動中所做的法事活動。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政權凡是加官進階，都要

舉行相應的佛事活動，在這些佛事活動中都要延僧請佛發願做功德，敦煌文書中保留了很多

相應的應用文體，從這些文體中透露出歸義軍政權那種喜慶氣氛和佛教活動給敦煌人民精神

上帶來的那種幸福的感受。 

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為處於疾病和痛苦的民眾，帶來解脫和安慰；當民眾處於天災兵禍

相煎的困苦之中，佛教給了他們以勇氣和戰勝困難的信心；當他們處於喜慶之中，佛教給他

們帶來美好的祝願。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始終將自己融匯於敦煌民眾的喜樂困苦之中，僧俗

二眾甘苦與共。這樣一來敦煌佛教就深深扎根於敦煌民眾的泥土之中，佛教的思想便為敦煌

民眾心理所接受。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為了使敦煌民眾更容易接受佛教，在大型的佛教講經法會活動

中，不但講授佛經，宣傳佛教思想，而且這些活動中包括了很多趣味橫生的文藝活動，敦煌

講經文、變文的講授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內容。講經文是針對基層民眾弘揚佛法時，為了

做到通俗易懂，而對佛教進行改編而成一種講經文體，講經文中有比喻、有轉讀。變文是根

據佛教或者歷史故事改編而成的散韻相間的文體，敦煌石窟中繪畫的經變畫是將一部佛經內

容用壁畫的形式表現出來。 

變文與變相是佛經的演唱文體和圖像表現形式，指圖演唱是講唱時俗講的主要表現方

式。我們從敦煌文書的記載中，還看到一種與講經文或者變文講唱有關的東西，就是影燈和

影燈像。[註 46]正月十五敦煌燃影燈，這在敦煌文書中有很多記載，敦煌文書中記載敦煌寺院

保存的法器中有影燈像，影燈是正月十五夜為佛事活動專製的燈具，影燈像是利用影燈表演

的道具，這使我們聯想起皮影戲，唐宋時期有皮影戲可以從文獻中找到根據，但是皮影戲用

到講經活動中並不多見，其他文獻也不見記載，敦煌籍帳文書記載的影燈和影燈像為我們揭

開敦煌變文演唱的具體形式提供了很好的佐證，表明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傳播的通俗方式和表

現內容的人間佛教性質。 

以上我們以敦煌文書的記載為中心，從四個方面對晚唐五代敦煌佛教人間化的特點作了

論述，而敦煌佛教人間化的特點不僅表現在這四個方面，還有很多表現特徵，像晚唐五代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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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佛教內部多種派別相依並存局面的形成也是人間化特點的表現，從敦煌文獻看，既保存有

禪宗的經典也保存有淨土宗、唯識宗、法相宗、天臺宗的經典，我們單從敦煌文獻中保存的

佛教經典內容，很難看出敦煌那個佛教流派占主導地位，《諸山聖跡志》記載到廬山、嵩山

的情況能代表五代中原的佛教發展情況：「實道人棲息之處，乃釋子修行之地」，「禪律同

居」，[註 47]表現了中原佛教發展特徵。敦煌的佛教發展到晚唐五代時期，基本上形成了多宗

派相依並存的局面，不再苛求各個宗派之間的差異，而求其佛教派別的大同。 

敦煌佛教的這個特點形成，有其歷史的原因，張議潮建立歸義軍政權之後，急需建立一

個內部團結統一的局面，聯合一切可以團結的力量，包括居住敦煌的粟特人、吐谷渾人、南

山人、達怛、龍家等在內蕃漢各個民族在內的人民。由於各個民族之間在宗教信仰上存在有

一定的差異，有信仰佛教的，也有信仰祆教、摩尼教、景教的，更多的漢人除了信仰佛教外，

還信仰道教，限制哪個宗教的發展都會失去一部分民眾。雖然佛教處於獨尊的地位，無論從

歸義軍官府，還是從佛教教團來說，都不希望佛教內部或者信仰群眾中處於四分五裂的境地，

所以佛教教團採取了對外包容一切宗教，對內多宗派相依並存。特別是注意儒、釋、道及祅

教的聯合，因此我們在敦煌看到一種不同其他地區的現象，高級僧侶是儒釋道兼通，歸義軍

官府是佛教與祅教都作為官府信仰、祭祀的對象。而敦煌的民眾也是多教並信，像粟特人既

信仰佛教也信仰祅教，漢族人不但信仰佛教也同時信仰道教。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人間化特點的形成，既有歷史的原因，也有信仰對象的原因，對一般

信仰佛教的民眾來說，除了延僧請佛為祈福保平安做法會外，一般不去深入探求更深的佛教

理論和佛學哲理，更不會注意佛教宗派之間的差別，他們的要求是最現實的和盡可能簡單的

佛教儀式，哪個宗教所闡述的義理與一般百姓的需求相吻合，民眾就信仰他。晚唐五代的敦

煌居民大約只有一萬餘人，經過吐蕃統治的六、七十年，漢文化相對不是很高，佛教修養也

只是限於感性的認識階段，所以歸義軍政權一建立，就著手對佛教進行改革，使佛教與晚唐

五代敦煌的現實社會相適應，使佛教的傳播方式與敦煌民俗相接近，採取多種內容豐富多彩

的法會，把信仰民眾團結到佛教中，共同弘揚佛教事業。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為傳播佛教爭取信仰民眾，雖然儘可能使佛教人間化，儘可能接近民

間，但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性質純正，在佛教的所有法會中，其他宗教的東西很少雜混其

中。關於這一點，敦煌文書釋門應用文最能說明問題，在這些文體中除了宣揚佛教哲理之外，

連一丁點其他與佛教原義不符的東西都很少存在。在敦煌莫高窟建築中我們很難看到非佛教

的內容存在，這使得晚唐五代敦煌的佛教既適應敦煌社會又完全留於民間之中。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反映了當時中國佛教從寺院走向民間的歷程，這也是佛教在發展中長

期探求的發展之路，敦煌的佛教教團在這方面走得這樣快，取得效果比較明顯，是因為形勢

所迫，但是作為佛教向人間佛教發展中一種探索，儘管其中存在著很多不足，應當說還是相

當成功的，在當時佛教為團結民眾，支援歸義軍政權，加強同中原政府的隸屬關係，在抵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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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民族侵犯上起了很大的作用。今天我們來研究人間佛教的源流，不妨把晚唐五代敦煌佛

教轉向人間化的過程作為一個方面來看待。 

  

【注釋】 

[註 1] 鄭炳林《敦煌碑銘讚輯釋》（甘肅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年）第一二三頁。 

[註 2] 唐耕藕、陸宏基《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錄》（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一九九○年）第四輯

第三十頁。 

[註 3] 錄文參《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一一六－一一七頁。 

[註 4]  P3681《悟真詩一首》記載到：「奉酬判官。七言。維歲次赤奮若律申中宮蓂凋捌葉釋□□□靈巖九紀悟

謹上。敦煌重別到龍堆，累瞰星河轉地回；十裡制戎多狡猾；九壟山河杜往來。幸沐堯風威化被，征騎

稀散漸回開；給好□為（後缺）。」 

[註 5]  P4660《都僧政曹僧政邈真讚》，見載於《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一一二頁。 

[註 6] 鄭炳林、梁志勝《梁幸德邈真讚與梁願清莫高窟功德記》，《敦煌研究》一九九二年第二期，第六十二

－七十頁。 

[註 7]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錄》第四輯第三七九－三八○頁。 

[註 8] 《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錄》第四輯第三八六頁。 

[註 9] 方廣錩《敦煌遺書沙州乞經狀研究》，《敦煌研究》一九八九年第二期，第七十三－八十三頁。 

[註 10] 鄭炳林《伯二六四一號背莫高窟修功德記撰寫人探微》，《敦煌學輯刊》一九九一年第二期。第四十三

－五十六頁。 

[註 11] 李正宇《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一九八八年第一、二期合刊。第七十－八十五

頁。 

[註 12] 敦煌文書中保存吐蕃時期修建寺院進行占卜活動的記載。 

[註 13] 鄭炳林《敦煌寫本解夢書》，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年。 

[註 14]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二一四頁。 

[註 15]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一七○頁。 

[註 16]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二六一－二六二頁。 

[註 17]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三二三－三二四頁。 

[註 18]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三五二－三五三頁。 

[註 19]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四三四－四三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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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大藏出版株式會社，一九九○年。第四○二頁。 

[註 21]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三頁。 

[註 22]  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三頁。 

[註 23]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五頁。 

[註 24]  P3451《張淮深變文》，錄文見載於王重民《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六年），第一二

一－一二八頁。 

[註 25]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二九頁。 

[註 26]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六八頁。 

[註 27]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七七頁。 

[註 28]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二頁。《無名歌》錄文參徐俊《敦煌詩殘卷輯考》（中華書局，二○○○

年六月）第三八七頁。 

[註 29]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二九頁。 

[註 30]  P3381、S629、P3910 題記見載於《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五○、四五八頁。 

[註 31]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五八－四五九頁。 

[註 32]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六六頁。 

[註 33]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二三頁。 

[註 34]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五三頁。 

[註 35]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六五頁。 

[註 36]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四六七頁。 

[註 37]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五○○頁。 

[註 38] 《中國古代寫本識語集錄》第五○六頁。 

[註 39]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一九二頁。 

[註 40]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三一二－三一三頁。 

[註 41]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三八九－三九○頁。 

[註 42]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五一○－五一一頁。 

[註 43]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五一二－五一三頁。 

[註 44] 《敦煌碑銘讚輯釋》第五四○－五四一頁。 

[註 45] 黃征、吳偉《敦煌願文集》（嶽麓書社，一九九五年）第四九八－四九九頁。 

[註 46]  S1316《年代不明某寺諸色斛斗破用曆》記載：「又油貳勝半，充十五日夜點影燈用。……面參碩捌斗

伍勝，油壹斗捌勝，粟伍碩陸斗，充罷講時造設用。」P3490《辛巳年某寺諸色斛斗破曆》：「油三勝，



《普門學報》第 1 期 / 2001 年 1 月                                               第 16 頁，共 16 頁 

論文 /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轉向人間化的特點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付願真長明燈及正月十五影燈等用。」P2613《唐咸通十四年（八七三）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

點檢曆》記載該寺有「影燈面像參，破。」 

[註 47]  S529《諸山聖跡志》，錄文參考鄭炳林《敦煌地理文書彙輯校注》（甘肅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年）

第二六六－二七五頁。  


